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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 月，曹禺提前结束了在美的讲学之

旅悄然返国，暂居在黄佐临家中，并于当年夏天

经黄佐临介绍，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

据黄佐临回忆：“1947 年他从美国回来，住在我

的家里，也没有什么收入。我就请他来文华。他

总得给文华做些事情，就写了《艳阳天》，这也

难为他了。”曹禺后来也将之归为纾解“生活困难”

的不得已的选择，似乎并不愿深入回忆［1］。但是，

作为曹禺一生唯一的电影实践，同时也是一部诞

生在 1948 年那个“天地玄黄”的历史时段的作品，

《艳阳天》在明朗单纯的故事表层下实则隐藏着

某些更为丰厚的意蕴，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曹禺

创作，乃至认识 1940 年代后期的文坛及社会环境

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一、略为尴尬的“转型”

作为首次“触电”的尝试，曹禺在《艳阳天》的

创作及导演过程中都投注了大量心血，剧本写作长达

六个月（1947 年 4 月至 11 月），1947 年 12 月 31 日

正式开拍，转年 5 月 6 日杀青、21 日首映，远远超

出了“文华”正常的商业运作时间，“据文化摄影场

全体工作人员的意见，从没有看到处理导演有如曹禺

那样精细过，有几场戏试镜头多达 40 余次。”［2］为此，

厂长陆洁曾向老板吴性栽抱怨，但吴性栽表示：“没

［1］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235、129 页。

［2］海公：《曹禺这个人》，《电影周报》1948 年

第 3 期。

曹禺的《艳阳天》与 1940 年代后期的 
电影生存环境

张晓晴

摘  要｜作为曹禺唯一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艳阳天》在有关曹禺的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也鲜少为作者本

人提及。一方面，《艳阳天》不仅是曹禺创作转型期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折射了作者彼时尚不明朗

的思想状态。另一方面，这部影片并未获得预计中商业上的成功，却引发了当时舆论界相当热烈的讨论，

由此为我们考察 1940 年代后期的文坛及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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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就照他的办吧。”给予了曹禺最大的包容和

支持［1］。曹禺的认真严谨没有白费，在后来的评价中，

影片的技术手法往往得到肯定：“（《艳阳天》）在

导演手法上是相当成功的”（梅林）、“导演手法简

洁，看起来，有清爽流利之感”（景宋）［2］。同时，

各路媒体在影片摄制之初即保持高度关注，曹禺与阴

堇修的扮演者、风头正劲的女明星李丽华的不和传闻

也频频被小报加以渲染，试映时三轮车工会掀起的风

波，都为曹禺这部暌违五年的作品造足了势头。遗憾

的是，尽管电影不日在上海五大影院公映，排片亦较

满，但最终“上座成绩中上，似无理想之好”［3］，

远不能和“文华”之前出品的同样由石挥、李丽华担

当主演的《假凤虚凰》相比。

事实上，编导《艳阳天》时期的曹禺正处在一种

犹疑不定、甚至不无“尴尬”的创作阶段。一方面，

在 1942 年改编完成《家》后，人们始终翘首盼望着

曹禺的下一部名剧，但数年过去，以宋高宗、岳飞、

秦桧为主角的《三人行》和围绕“天宝之乱”展开的

《李白和杜甫》两部历史剧都宣告流产，深入重庆某

钢厂调查体验、试图展现民族企业家和官僚资本家之

间斗争的现实主义剧作《桥》亦在完成两幕后难以为

继。另一方面，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讲学邀请为曹禺带

来了新的盛名，他与老舍在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国

内媒体的密切关注，相关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作为发

扬国格的代表被反复宣传［4］；1947 年归国后，更是

处于一连串的欢迎活动中：“到沪之后，倍形忙碌，

东也请他演讲，西也请他茶会，他每到一处，总是谈

笑风生，说得一座倾听。”［5］显然，创作上的断续

沉寂同社会活动的频繁热烈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分裂，

势必内在地影响着曹禺这一时期的写作和思想状态。

遍览曹禺此时一系列以“美国观感”为中心

的演讲可以发现，除了对好莱坞、百老汇乃至戏

剧学校中涌动的商业化、金钱至上主义加以嘲讽

外，他也对美国影剧界中渐成潮流的反映现实的

进步倾向抱有期望：“美国电影正在走向一个好

的趋向”，“……好莱坞的制片人都有意讲求进

步，这一种作风的转变倾向虽不普及，也不明显，

但表现实在是有的。这种转变足资吾国电影界做

借鉴。他们改善题材，考究摄制技巧，这种精心

力求进步的热忱足令人钦佩。”［6］对于美国戏剧，

他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二十年间，尤其是后十

年间，美国戏剧的发展是可敬的……戏剧不仅用

来反映生活，解释生活，更用以指导生活，改善

生活，举凡如何造成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种种问

题，都被剧作家（有）意识的揭发出来，并且暗

示那问题的答案。”［7］此外，曹禺还频频谈到美

国戏剧乃至国内话剧业所处的困顿，电影作为一

种教育工具的意义正愈加得到重视。联系到当时

话剧界人士打入电影行业已成战后上海的一时风

尚，《艳阳天》应该可以说是曹禺试图摆脱话剧

创作焦虑、转而在电影界开辟天地的一次努力，

是他希求以电影形式表现、干预现实的有意实践，

而不应简单视作一种“谋生”选择。

但是，不满于现实、冀求进步是一回事，如

何将作家心中的良心和信仰（曹禺称之为“是非”），

借助艺术形式完满地表现出来，则需要多方面的

考量。曹禺认为的一部电影出产所要顾到的“三

个朋友”［8］：检查、老板和观众，都须纳入考量

［1］《文华影片公司新片特刊·艳阳天专辑》，1948 年。

［2］叶圣陶：《文化界推荐〈艳阳天〉》，《大公报（上海）》1948 年 5 月 26 日。

［3］叶明：《文华影片公司的回忆（1947—1951）》，《上海电影史料》1992 年第 1 期。

［4］如菲菲：《老舍曹禺扬威美国》，《新上海》1947 年第 52 期。

［5］太公：《曹禺幽默嘲贪污》，《新上海》1947 年第 71 期。

［6］杨宏文：《曹禺先生讲旅美印象》，《金声》1947 年第 11 期。

［7］曹禺：《今日美国的影剧》，《中央周刊》1947 年第 23 期。

［8］曹禺：《〈万家灯火〉座谈（上）》，张衡模记录，《大公报（上海）》副刊《戏剧与电影周刊》1948 年第 91 期。

另外，《艳阳天》的上映颇为顺利，并未遭受国民党电影审查机构的刁难和剪刀，而当时其他进步电影，比如《一江春水向

东流》起先在审查中就怎么也不予通过，后来给有关检察官送去一个藏有数只金表的花篮，影片才准予上映。参见白杨：《白

杨演艺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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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范围，但《艳阳天》的商业成绩却偏偏令

后两个“朋友”失望了。仅论剧本情节的话，《艳

阳天》是一部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正剧，它讲述

一个天性“爱管闲事”、落拓不羁的律师不断匡

扶正义、惩恶扬善，最终借助法律的力量惩治了

企图霸占孤儿院的大汉奸的故事，如此明朗积极

的结局在战后满目疮痍的影坛实际上显得颇为独

特。但我们也可以发现，相对于纯喜剧如《假凤

虚凰》《太太万岁》，《艳阳天》表现的问题过

于严肃，这就使其不能完全迎合小市民观众的趣

味；而和同样表现战后晦暗现实的正剧如《八千

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比，又不够

扣人心弦。或许，这也就是《艳阳天》没有获得

商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就作家气质而言，曹禺更近于诗

人而非一位社会分析学家，其艺术个性偏重于细腻

忧郁，更宜于抒写个人及家庭关系，以此来表现命

运的奥秘与存在哲思。因此，他写《雷雨》《日出》

《家》时文思泉涌，“拿起笔来顺溜极了”［1］，

但当他试图走进更广阔迫近的现实政治，其艺术才

华便不能得到很好的施展，《蜕变》和《艳阳天》

都是典型的例子。［2］如我们所见，《艳阳天》最

动人的部分不是阴兆时以他“阴魂不散”、甚至略

显浮夸的方式伸张正义（当时即有批评指出曹禺在

不少情节中将这个角色漫画化、丑角化了），而是

他四十岁生日这一天在满庭萧索、无下锅之米的情

境下同老妻相对感伤，或是在家宅被毁、身心受辱

时以琴声寄托心曲等一些剥去神性，还原一个凡人、

常人的时刻，这些满浸着孤独疲惫的诗意书写才最

能显示曹禺的艺术个性；相反，最后的大团圆结局

则难掩主观添加的亮色和乐观，甚至流露出作家过

于膨胀的政治热情，电影的艺术品格也就不能不打

上一个折扣。

从“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

攻击些什么”［3］的“雷雨”时期到带着明确创作

目的［4］的《艳阳天》，曹禺的转变是巨大的。自

抗战爆发以来，曹禺的艺术观念即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从探索人的悲剧命运转向对国家兴亡、民

族复兴等宏大主题的关注，作品的社会意义被提

至首位［5］。《蜕变》曾作为其转变的成功之作红

极一时，但终为时间湮没，难成经典。对此，作

家晚年感慨道：“（《蜕变》）视野太狭小，写

得不深，不叫人思，不叫人想，更不叫人想到戏

外的问题”，而“只是写出一个问题来，问题狭

小到极点的时候，就很快被人遗忘的。”［6］这样

的反思，也适用于《艳阳天》。

二、并不明朗的“艳阳天”

不过，《艳阳天》上映的年代毕竟不同于创

作《蜕变》时全民一心的抗战初期了。电影甫一

上映，就引发了两种全然不同的批评：肯定者称

赞影片表现的“不独子其子”的精神，“看后都

觉至为满意，无不祝贺曹禺先生初次编导电影的

成功”；但还有许多观众“感到无限的失望，认

为与滑稽片相仿佛，徒然使人发笑，以为这是一

张水准以下的影片，是曹禺的盛名之累”［7］。

此后又接连出现一系列影评、观后感，各报刊也

多次组织座谈会加以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

属《大公报》发起的包括叶圣陶、许广平、郑振

铎、熊佛西、巴金、臧克家、唐弢、靳以等著名

［1］《中国文化名人声音资料——曹禺》，载李玉茹编《没有说完的话》，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第 443 页。

［2］比如，抗战胜利后剧坛复兴，上演最多、评价最佳的仍是《雷雨》《日出》等曹禺的早期作品，而非紧密结合现

实的《蜕变》。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1947 年初，《上海文化》第 12 期中国文化栏刊消息：“马彦祥导演之《北京人》，竟因

卖座太盛而在报端刊出如下广告：‘看过的人务请不要再看。’以便留出余座供给向隅者。”

［3］曹禺：《〈雷雨〉序》，载《曹禺全集》第 1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第 7 页。

［4］在黑暗污浊的社会中“争一个是非”是《艳阳天》最显明的主题。曹禺曾直言：“我们必须辨明是非，必须恳切做事，

不怕麻烦不怕招冤。”见居垒：《曹禺和他的〈艳阳天〉》，《大晚报（上海）》1948 年 4 月 28 日。

［5］李扬：《论曹禺悲剧观念的转向——兼谈曹禺创作的分期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 1 期。

［6］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39 页。  

［7］《〈艳阳天〉两种不同的批评》，《青青电影》1948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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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人士在内的观影笔会。以如此豪华阵容来

批评曹禺作品本属正常，像《日出》经典地位的

确立即与三十年代萧乾在天津《大公报》组织的

“集体批评”及“文艺奖金”密切相关；但问题

在于，众多文人此次对《艳阳天》的批评呈现出

惊人的一致，即在有保留的肯定影片主题的积极

和作者“争是非”的热情外，纷纷指出曹禺的“天

真”，认为“在今日的客观环境限制之下”，作

者将大团圆的结局寄望于“法律”的正义乃是一

种理想主义：“《艳阳天》的故事似乎跟这个现

实有点冲突。不过作者写的是理想”，“事实上

金焕吾是不会受罪的，因为法律是握在金焕吾们

的手里。”［1］

这种围绕“理想”和“现实”的质疑基本奠

定了以后评论界对《艳阳天》的接受基调。或许

碍于友朋故旧的情面，上述众人对影片的批评都

显得相对客气、温和，但之后一系列循此轨迹的

批评就要激烈得多了。有论者从阶级论出发，直

截了当地指出：“《艳阳天》的缺点，就在于没

有正视和执着现实，而从那里逃避开，使斗争归

依于个人的激情行为，看中了为一定阶级做护符

的‘正统法律’，于是得到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

结论”；［2］这几乎等于将曹禺推到统治阶级的“帮

闲”行列。与此相关的是对曹禺创作思想的批评：

“作者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氛非常浓厚”，

因此才创造了阴兆时这样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不

伦不类的英雄”；［3］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不

免太忽视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和积极性。”［4］所以，

影片通过阴兆时所表现的“反抗的精神”，实质

上只能“作为人民精神上的空虚的‘安慰’”，

是为人民“宣泄心中的仇恨”“放出来点冤气”

所开的一个“小洞”，而“一个作者如果是爱着人

民的话，那么他指出来给人民生存的路，绝不该叫

他们去上当，吃苦，或者因此陷在火坑里。”［5］

更有论者将批评扩大到曹禺的全部创作，并得出

如下结论：“曹禺是否能有健康的生命，便要看

他是否能把‘曹禺的技巧’和为人民的文艺结合，

他还需要大步向现实迈进的。”［6］

电影公映尚不足月，批评的频次和程度却已相

当深广，以至于当时《大公报》的编者称：“关于

《艳阳天》的严格批评，我们收到十篇以上。”［7］

1948 年 8 月，大型戏剧影视刊物《影剧春秋》创刊，

该刊以“树立起公正的建设性的批评，在实践中求

进步，并肃清一切坏倾向”为己任［8］，对新映影

片的批判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首先被捉来“开

刀”的就是《艳阳天》。当期特大创刊号上，青苗

的《曹禺的彷徨》，将《艳阳天》主题的模糊归结

为曹禺思想意识中的“彷徨和迷乱”；亦五的文章

通过对话的形式，在辩驳中指出《艳阳天》一再强

调现行法律之尊严对观众和现实的欺骗与歪曲，以

及阴兆时脱离群众、个人主义的倾向；司马梵霖则

以诚挚的观众口吻，在公开信中直接向曹禺宣告：

“您的作品大部分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只有一小部

分执着于今天，至于通向未来的简直可以说完全没

有。所以您的作品最缺少理想和乐观气息，是一种

令人沮丧的东西”，到了《艳阳天》，“居然缩回

头来在窒闷的旧秩序里找寻幻影”，这不能不说是

作者“生活态度”的落后。［9］

平心而论，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指出

了《艳阳天》的某些不足。《艳阳天》所着力表

现的个人英雄阴兆时及他自始至终奉若圭臬的法

律武器，在当时日渐激进化的文坛都显得相当触

［1］叶圣陶：《文化界推荐〈艳阳天〉》，《大公报（上海）》1948 年 5 月 26 日。

［2］慕兰：《评〈艳阳天〉的主题》，《新民晚报》1948 年 5 月 28 日。

［3］樊灵纹：《评曹禺的〈艳阳天〉·文化生活社出版》，《大公报（香港）》1948 年 6 月 30 日。

［4］甬古：《好人不孤独的问题：看了〈艳阳天〉的一些感想》，《大公报（上海）》1948 年 6 月 16 日。

［5］丁荔：《评〈艳阳天〉》，《大公报（上海）》1948 年 6 月 16 日。

［6］项羊：《评艳阳天》，《大公报（天津）》1948 年 7 月 29 日。

［7］《编者按》，《大公报（上海）》1948 年 6 月 16 日。

［8］魏照风：《我们的工作路向》，《剧影春秋》1948 年第 4 期。

［9］司马梵霖：《给〈艳阳天〉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剧影春秋》194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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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中反映出的作家的思想状况，同我们惯常

认知的、至少同曹禺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追

述的在共产党影响下不断进步的情形都有所出入。

当时与曹禺过从甚密的江安剧专地下党负责人方

琯德就认为其思想中“有些糊涂的东西”，张骏

祥也说曹禺此时“政治观点不一定很进步，还不

是很清楚的”。［1］其实，《艳阳天》所表现的现

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有选择的现实”。剧

本写作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曾在救济总署

的邀请下远赴黄泛区，亲见受灾民众悲惨的生活

情形，“收获不坏，但没有打算写剧本”；［2］也

曾有意针对国民党官员腐败贪污的不绝发生写一

部讽刺剧，“如《升官图》《裙带风》那样闹剧

的性质”，材料已准备充分，但考虑到演出的阻

力，最终也未动笔。［3］对照之下，《艳阳天》所

描绘的法治昌明、各人“恳切做事”的民主政治

秩序和社会形态，的确与进步文艺界所宣传的如

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现实”多有相悖，而阴

兆时和他勇敢纯真的记者侄女阴堇修，显然是曹

禺继《北京人》中的袁任敢父女之后塑造的又一

组来自民间的理想人物形象，所表达的毋宁说是

曹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构想。正像有学者指出的，

这一时期的曹禺依然是一个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

其政治立场更接近于自由主义；［4］因此《艳阳天》

不仅是曹禺由侧重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内倾化戏

剧向表现社会现实转向期间的作品，同时更折射了作

家彼时尚不明朗的思想状态，注定了问世后的争鸣。

三、革命洪流中的批判与沉默

我们看到，在当时大量关于《艳阳天》的讨

论中，批评重心迅速脱离对电影的摄制技法、艺

术风格等审美层面的讨论，而愈加趋向以社会学的

批评方式，专注于对影片及编导者本人思想、政治

意识的判定。［5］显然，这种批评潮流与当时社会

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

过于统一，但这其中仍有可辨析之处。如果说叶圣

陶、巴金等人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面对战后晦暗现实的幻灭

感，是他们对民国政府失望情绪的自然流露，那

么，随后一系列来自进步文艺界的批评就不能不与

当时国共政治、军事形势的逆转，尤其是这种力

量变化对文坛格局、秩序的影响紧密相关。众所

周知，《艳阳天》上映的 1948 年夏，正值解放战

争的关键时段，与此同时，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在

紧锣密鼓地推进，作为共产党文艺权力意志的代表

《大众文艺丛刊》已经在香港陆续出版。1948 年

7 月，“丛刊”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流入上

海，引起了上海文艺界的极大注意，值得思考的

是，由上海文艺论丛社发行的批判《艳阳天》的

专号——《评〈艳阳天〉兼论作家的委屈》［6］ 

［1］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202、241 页。

［2］黄钟龄：《与曹禺先生一席谈》，《金声》，1947 年第 11 期。

［3］太公：《曹禺幽默嘲贪污》，《新上海》1947 年第 71 期。

［4］李扬：《论曹禺悲剧观念的转向——兼谈曹禺创作的分期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 1 期。

［5］这其中，南京《影剧画报》组织的座谈会是少有的从电影美学角度讨论《艳阳天》的例外，或许与组织者和参与者

皆为专业电影从业者有关。见《〈艳阳天〉座谈会》（阳间人笔录），《影剧画报》1948 年第 2 期。

［6］该刊物作为“文艺论丛之一”，由上海文艺论丛社以不定期丛刊的方式发行，《评〈艳阳天〉兼论作家的委屈》为

当期所收文章之一。曹禺在晚年回忆道：“《艳阳天》拍出来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册子，是专骂《艳阳天》的”，指的应

该就是此刊。（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 129 页）“文艺论丛之二”

于 1948 年 9 月发行，刊名为《论作家》，收入《论作家的思想意识与创作实践》（廖其）和《论作家的任务》（易纹）两篇

文章，主要论及作家的思想改造和站稳人民的立场；“之三”则未见出。（姜德明：《关于曹禺的〈艳阳天〉》，载《丛刊

识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 148 页）这种以书代刊的“丛刊”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国统区相当普遍，因其并未向

政府办理登记手续，故无合法刊号，每期更换一个刊名（多以中心论点或文章的题目命名），主编、出版、发行人员的相关

信息也多不公开，以此避免当局审查机关的检查，具有鲜明的即时性和战斗特色；最著名的当属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此

外还有南京的“蚂蚁小集”、上海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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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也在此时面世。具体来看，这份仅二十

几页的刊物所收的三篇文章的论点并无多少新意，

但论者所持的理论武器及批判的火力都明显要高

一个台阶：如丁果的文章称《艳阳天》的结局不

仅“麻痹了观众对于现实的感觉”，还“实现了

并且削弱了人民大众向反人民势力搏斗的精神意

志”，这才是影片的“毒素”所在；叶夫则从思

想意识的层面对《蜕变》到《艳阳天》的曹禺创

作进行批判，断言曹禺“脱离了人民革命的斗争

阵营”，“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有着血缘关系”；

而刊名中“兼论”的“作家的委屈”，则是针对

臧克家、熊佛西等人文章中对曹禺在当下环境创

作的“难言之隐”的理解的发难，论者认为作家

们的这种同情是“极端严重的问题”，称曹禺“把

历史倒退了几十年几百年”——批评范围登时扩

大。对此，编者在小序中毫不讳言：

评《艳阳天》，不仅是评《艳阳天》而已。

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作家的写作态度

应该怎样？同时要提出一个意见：为了巩固与扩

大文艺统一战线，坚持思想批判是必要的。因此

我们要认识，批判不就是打击，争取的意义应该

更为重要。

“批判不就是打击”，通过批判来实现争取和

改造，使被批判的个体真正靠拢、皈依到“我们”

的群体中来，才是“统一战线”的目的之所在。因此，

1949 年 1 月，包括夏衍在内的多位作者在香港联合

发表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表达对曹禺的主观观念同

“飞跃发展”的客观事物“背道而驰”的惋惜后，

末尾以更大的期望作结：“未来那即将到来的时日，

那全新的时代，在前面招手，我们深深地希望作者

跃进，到达不惑的境界。”［1］《论文艺统一战线》

提出的“又批评又团结”的原则在此可谓得到了很

好的贯彻。事实上，这个原则也被采取在当时左翼

文坛对巴金、李健吾、唐弢等众多国统区所谓“中

间”知识分子的策略中。［2］由此看来，1940 年代

后期愈演愈烈的文学论争和批判，不但是左翼力量

重整文坛秩序的阶段性工作，更重要的或许正如钱

理群先生指出的，在铺天盖地、日渐深入人心的“我

们”体话语里，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一种“以

‘思想斗争（批判）’为共和国文化（文艺）的首

要任务与根本之路”的选择已经隐现其中；只是彼

时沉浸在对光明憧憬之中的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

新话语“内在的严峻性”［3］。

回到《艳阳天》和曹禺本身。在一般的曹禺

传记中，对其这段时间的生活及创作情况往往不

多做讨论，或只是将之纳入作家“走向人民”的

前奏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在前后长达半年多的

批评声浪中，曹禺虽从未有所答辩，但常常“焦

头烂额”“内心的苦闷实不堪言状”［4］；巨大的

精神压力和困惑使得曹禺选择深居简出、埋首读

书，以期获得思想上的疏通和进步。1949 年 2 月，

曹禺离沪赴港，同进步文艺界会合，预示着下一

［1］慕云（夏衍）等：《惑与不惑——评〈艳阳天〉》，《华商报（茶亭副刊）》1949 年 1 月 19 日。《华商报》名为

统一战线的日报，实际上起着党报的作用，有“中共喉舌”之称，在香港、华南乃至海外皆有重要的政治影响。

［2］郭建玲：《1940 年代后期左翼文学进程中的〈文艺复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5 期。在同时

期对巴金作品“毒素”的分析中，批评者一再强调：“‘巴金小说不是有意毒害青年’，但巴金的思想给了青年以不好的影响，

确是应该批判的。这种文艺界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是应该展开的”；（《编后记》，大连《学习生活》1948 年第 4 期）“对

于巴金我们是爱护的，惟其爱护所以才谈，……但我们更爱青年，据分析巴金的作品，确实含有大量毒素，毒害青年，因此，

不得不稍稍提出”（上海《求是》月刊 1949 年第 2 卷第 1 期）。

［3］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 35 页、第 40 页。

［4］萧萧：《影坛私记》，《大公报（上海）》1948 年 12 月 6 日。文中还提到批评最力者为一份叫作《银色批判连丛》

的刊物。该刊为端木蕻良主编，1948 年 7 月创刊于上海，亦属以书代刊的不定期文艺“丛刊”之列；主要以批评之极度尖锐著称，

运用“新理论体系”，每集针对一部影片进行批判，遭遇批判的电影除《艳阳天》外，还有《银色的哈尔滨之夜》《万家灯火》等。

该刊今已佚，在笔者的检索范围内，并未见有人论述过，期刊目录也极少提到，但其无疑对我们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坛秩序、

文化生态具有相当的意义，故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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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创作阶段的开启。在港停留的不多时日中，曹

禺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尽管承认“摸索一条正确

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同时更不乏自信地表示，

今后的戏剧工作不能只靠“熟读几本理论书籍以

及仅仅和批评家们交换些意见”，关键是要响应“人

民的号召”，脱去以往的“旧习惯、旧思想以及

披起了新语汇的皮毛之下的种种封建行为”［1］，

“真正接近人民……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人民大众

的东西。”［2］此后，关于《艳阳天》的批评基本

沉寂。到了五十年代，蔡楚生曾鼓动曹禺将《艳

阳天》重新上映，称“只要改几个镜头就可以了”，

但被曹禺婉拒：“就是那样一个时期赶出来的东西，

就是那么一点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3］联系

到此前后席卷全国的《武训传》批判风波，我们

似乎也就可以理解曹禺的沉默；毕竟，《武训传》

的犯禁处之一便在于以“行乞兴学”的个人义行

来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农民革命）的失败，

其中流露出的改良主义政治意识在《艳阳天》里

也不难看到。所以，这部代表了作家积极向现实

政治靠近的作品，混杂着转型不顺的尴尬、尚未

理清的思想困惑，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渐革命

化的社会意识，终于被尘封在历史的暗影中。

曹禺和《艳阳天》的遭际在四十年代后期并

不是个例。身处彼时“寒夜”般的整体性时代氛

围中，越来越多的作家逐渐修正原有的艺术立场，

转而在作品中积极表现、干预现实，试图探求一

条使国家民族通往“艳阳天”的康庄大道。但是，

如何较完满地将现实功利性与艺术性融合，并使

之顺利为即将获得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左翼文艺

界接受，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除《艳阳天》

外，发生于这一时期围绕着影片《万家灯火》（沈

浮、阳翰笙）、话剧《女人与和平》（李健吾）

等展开的众多论争与批判，莫不若此。而这些论

争批判对当时文化生态的演变和文坛秩序的重组

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被批判

者此后的创作和人生道路，乃至对 1949 年后当

代文艺体制建构的潜在影响等问题，无疑都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重读《艳阳天》的意义或也正在

于此。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

国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98—

1949）（项目编号：20&ZD285）”阶段性成果；

2020 年度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曹禺在

1940 年代后期的创作及经历再考察（项目编号：

2020YJSB184）”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晓晴  南开大学文学院］

［1］曹禺：《人民在号召着我们》，《华商报（茶亭副刊）》1949 年 2 月 16 日。

［2］曹禺在香港“春到人间”戏剧节上的讲话，载《华商报》1949 年 2 月 15 日、2 月 16 日。

［3］田本相：《曹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第 307 页。


